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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曾经被视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席卷中国社会

数十年，甚至被两度写入宪法，后又因严重的负面社会效果而被废除。 然而，由于其言论自由权的法律属

性以及被废除背后的法律逻辑长期被遮蔽，故容易被误读为否定言论自由权具体形式的宪法实践。 “四

大”被废除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所体现的言论自由权被权力所裹挟，造成言论内容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

无限放大了言论自由权的负面功能。 当前网络言论自由权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项衍生性权利应当受到宪

法保障，其治理应当从正向促进和负向约束两个角度切入，后者要遵循目的正当、法律保留、事后审查以

及符合比例等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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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历史事件与现实问题

作为“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下简称
“四大”）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席卷整个中国社会数十年，甚至先后在1975年和1978年被
两度写入宪法，给整个社会造成了难以抹平的创伤，给无数个人留下了极端苦涩的回忆。有鉴于
此，我们后来通过修宪程序将其彻底废除。 然而，我们的反思不能止步于此，因为，总体而言，“四
大”的废除更主要地遵循了政治逻辑而非法律逻辑，否则在1978年宪法中就应当将其废除。 诚
然，在废除“四大”问题上，政治逻辑和法律逻辑的结果可能是一致的，但若不能充分挖掘淹没其
中的法律逻辑，那么废除“四大”的历史价值很可能要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其反面。 这绝非夸大其
词，虽说政治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聚讼纷纭，但政治行为法治化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总体走势。换
言之，法律是人类行为包括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政治行为倘若离开法律势必会造成行为失范、
社会失序，这显然与政治的初衷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而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再次重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有鉴于此，探求诸如废除“四大”等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法律逻辑，而
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权力对比的政治逻辑，既有驯化政治权力的高远意义，亦可为我们处理
类似的现实问题提供经验和参考。 前者自不待言，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即为此意；就后者而言，当前网络言论自由权问题与“四大”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倘若简单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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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四大”过程中的政治逻辑，则诸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打
击网络谣言的做法当无可非议，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此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 这说明在
我国阔步走向政治文明的进程中，以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要义的法治思维，正日
益成为治国理政过程中的基本思维方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写
入党章和宪法，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已
经成为中国社会基本共识的当下，笔者拟通过揭示“四大”入宪及被废除背后的基本法理，期冀
能够助益于我国网络言论治理工作。

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概念及法律定位

在新中国立宪史上，“四大”曾两次被写入宪法，最初是1975年《宪法》第13条规定：“大鸣、大
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
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
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1978年《宪法》
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
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从词源的角度考察，“大鸣、大放”中的“鸣放”取义于成语“百家争鸣”
和“百花齐放”。 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积极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
基本方针，简称“双百”方针。 1957年，中国共产党为克服党内所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开始整风运动。 期间，知识分子
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力量，创造性地“借用对于学术文化政策上的现成的术语，把各色各样的批
评的开展也叫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1]。 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关于“双
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2]的看法一致而获得肯定。 其中，“大鸣、大放”所言之
“大”是就“鸣放”的范围而言的，即主张“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
[[[]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3]。 “大辩论”是指，
在“大鸣、大放”过程中，就某个特定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并相互辩论，其
目的在于通过全民参与，实现集思广益。 “大字报”是指，在“大鸣、大放”过程中，把对党、政府和
工作单位存在的问题和所提的意见或建议用大字毛笔抄写在大张纸上，并将其张贴于公共场所
的墙壁上，便于群众监督以改进工作。
由上观之，“四大”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初衷是鼓励社会成员积极对执政党提

出批评和建议，其理论内核是当时的“大民主”思想。 中国社会自古就有“天下为公”、人人绝对平
等的大同理想；加之对西方民主的错误解读，“以为民主就是民众的统治，就是民众直接参与政
治事务的管理，衡量民主程度的高低标准就是民众直接参与人数的多寡”[4]；以及对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巴黎公社经验的教条化理解。 所有这一切因素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
情怀高度契合，全民参与式的“大民主”思想之形成几乎水到渠成。 毛泽东同志相较于整风、批评
和自我批评等小民主提出大民主观时指出，“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 这是我们过去所作的，
包括肃反中间的有些做法……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主，那是小民主。 ”[5]“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
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传下去。 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
社会主义民主。 ”[6]纵然，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大民主的概念、范围、形式等语焉不详，但大民主的实
质正如其所言就是“群众运动”，而主要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上述表述虽非法学的权利话语模式，但显而易见的是：“四大”中的“大鸣、大放”意即发表意

见，“大辩论”即发表意见的方式，“大字报”即发表意见的媒介，而这和主流的言论自由权概念高
度吻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2款规定：“几乎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
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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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因此，从法学的角度看，“四大”
本质就是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考察当时的情形，“四大”似乎并没有被定位为
言论自由权，因为在1975年宪法文本中关于“四大”的条款位于第一章总纲之中，而第三章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又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权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四大”在较长时间内
是区别于言论自由权而存在的。 这种情况一直到1978年宪法文本中才有所改变，但仍然将其与
言论自由权并列处之，一方面说明“四大”作为一个政治化的条款，其废除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
一方面说明“四大”与言论自由权的内在关联已经逐步被认识。 一言以蔽之，“四大”具有言论自
由权的属性，但无论是在政治实践中，还是在宪法文本中，该属性是潜隐的、被遮蔽的。

三、废除“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基本法理

“四大” 的兴起及在1975年入宪主要得益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积极倡导； 其在
1978年过渡性质宪法中仅作了位置和表述的调整而未被废除， 则是毛泽东同志政治影响力在
“两个凡是” 方针下得以延续的体现； 而其在1980年被专门启动的修宪程序予以取消， 直至在
1982年宪法中被彻底废除，则是我们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笼，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和十年
动乱进行全面检讨，进而认定“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
用”[7]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四大”的入宪与废除体现了政治权力兴替的基本轨迹，甚至本身就是
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的思考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就难免会轻易得出结论———公
民权利是受政治权力任意摆布的玩偶，这显然与尊崇公民权利保障的世界潮流相左。因此，须将
“四大”的入宪与废除置于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宪政框架中探明其深层次的法律逻辑，方能
充分展示其积极的历史价值。
从法学视角观之，“四大”兴起以及入宪的法理可以概括为依靠权利制约权力，属于一种民

主性质的制约。 而考察权力制约理论，有研究者将权力制约归纳为三种模式：“权力制约权力”、
“道德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 [8]其中，“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人民主权”为理论依据，以
其他两种模式制约效果的有限性为实践依据，而日益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但是，抛开“权利
制约权力”命题的真伪不论，“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
的预防措施”[9]。 换言之，“权利制约权力”的命题即使成立，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相较而
言，权利更多具有请求性，权力更多具有支配性，故权力的强度远甚于权利。 即使按照“人民主
权”理念，人民可以其保留的权利对授出的权力进行抵制乃至反抗，但这属于一种终极制约权，
具有革命意义而非严格的法律权利。因此，权利欲制约权力，必须有所依凭，否则注定要落空。那
么，这种依凭是什么呢？ 答案是权力。 因为，只有另一项独立的权力才能在“实力”上与被制约的
权力相匹敌，进而完成制约的任务。 申言之，“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倘若要发生预想的效果，必须
存在权力的分工和制约，亦即以存在有效的“权力制约权力”模式为前提。 实质上，“权利制约权
力”的逻辑是以权利启动“权力制约权力”模式，故“权利仅为权力制约的诱因而非权力制约的本
体”[10]。
反观“四大”存在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

宪法被束之高阁，党政尚且不分，遑论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一度取消了法
院、检察院即为明证。因此，在“权力制约权力”付诸阙如的情况下，权利无以依凭，最终导致以权
力制约为志业的“四大”非但未能有效制约权力，反而被权力所掌控，根本无法“独善其身”，甚至
走向其价值的反面，变成为权力所用的工具。 因为，根据一般共识，言论自由权包括三个方面的
要求：（一）寻求、接受信息的自由；（二）思想和持有主张的自由；（三）以各种方式传递各种信息、
思想和主张的自由[11]。上述三个方面的要求实质上就是强调言论的自主性和多元化。然而，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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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高压下，“四大”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已丧失殆尽。就言论的自主性而言，彼时权力主体以意识
形态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敌我阵营，造成法律人格的不平等，一方
面，剥夺了那些已被划出人民队伍之外的所谓“牛鬼蛇神”的言论自由权；一方面，那些尚处在人
民队伍之中的社会成员深知祸从口出，“很多人噤若寒蝉，不敢讲真话、实话”[12]，这与倡导者“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理想相去甚远。 就言论的多元化而言，言论自由权的
真谛在于“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且不要求言论的一致性，甚至强调“更应该保护少数
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的意见”[13]。 凡此种种旨在以言论内容的多元化实现思想的自由交流，通过
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口中的“思想市场”竞争的方式发现真理。 然而，“四大”实践过程中却严重背
离了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所有言论都事先定调和对持异议者的严厉打击。 前者如1957年中共八
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进行批判，并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 结果这场预
先定好方向的大辩论非但没有让人们认清农业的现实，反而成为后来生产高指标和“浮夸风”的
前奏[14]。 后者如196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
若干规定》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
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
法惩办。 ”后来该规定在执行中被扩大化，“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
反革命治罪”[15]。 综上，“四大”所体现的言论自由权被权力所裹挟，造成言论内容表现出高度的
同质化，无限放大了言论自由权的负面功能，以致最终在1982年宪法中被彻底废除。
当然，废除“四大”除了上述原因外，也有立宪技术上的考虑。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一

般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
权利和义务等重要内容作出规定，不必规定得过于细致。 而“四大”本质上属于实现言论自由权
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应当是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的。 如
果把实行‘言论自由’的各种做法载入宪法，甚至把行使民主权利的各种具体做法都列举出来，
会把一部宪法变成大杂烩”[16]，故而不宜在宪法中予以规定。

四、当前网络言论治理应当注意的几个基本点

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网络言论自由权成为言论自由权保障
的新内容，其治理问题亦引起了广泛地关注。 由于网络言论和“四大”都属于实现言论自由权的
具体做法，且两者的参与主体都具有广泛性和匿名性特征，进而都表现出较强的非理性。 因此，
“四大”的兴起、入宪以及废除背后的法理对完善当前网络言论的治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首先，作为言论自由权形式之一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应当受到保障是不言而喻的。 考察我国

现行法制，网络言论自由权尚未被明确视作言论自由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纳入言论自由权的
保护范围。 那么，网络言论自由权是否应受到宪法和法律保障呢？ 面对宪法及法律上的空白，或
许有人运用历史解释方法，从立宪史上曾经将“四大”删除的做法，以及网络较之于“四大”更高
的负面风险，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原则，从而认为网络言论自由权不受保护。 但是，这样的解释
是站不住脚的。其一，由于人类经验和理性的有限性以及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性，宪法文本无法
尽数列举基本权利实属必然，这是成文宪法国家的共同境遇。但是，某一权利不能因为未在宪法
文本中予以列举就断然拒绝给予保护，这也是成文宪法国家的基本共识。 通行的做法是通过诸
如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中“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或者借助宪法解释技术论证该权利属于“宪法
文本中规定的权利所能涵盖与包容的权利”来给予保障[17]。 网络言论自由权当属后一种情形，即
作为言论自由权所涵盖和包容的一种衍生性权利予以保障。 其二，如前文所述，“四大”之所以
“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而被否定，是因为在彼时“无法无天”的集权体制下，被错误地运用
了，其作为实现民主的方式和手段并无不当，甚至“本身的理念和它倡导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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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样道理，网络本身也是价值中立的，并且我们现在正逐步走上宪政的轨道，公权力的分工
和制约已初步形成，加之网络特定的分散结构，网络言论自由权像“四大”那般被权力错误运用
的现实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不宁唯是，网络言论自由权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表现出更多的民
主价值，“人类在因特网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地表现思想与意志的多样化的手段，通过各
种形式推动宪政体制的民主化进程。 ”[19]因此，不应以“四大”所表现出的消极影响而草木皆兵一
并将网络及网络言论自由权视作洪水猛兽。 其三，现行中宪法和法律中缺省保护网络言论自由
权的规定，亦并非就意味着完全禁止。 部分权利未被写入宪法，只表示由于各种原因，国家不对
其给予重点保障。以“四大”为例，“宪法上取消运用作为一个整体的所谓‘四大’的权利并不等于
在实际上完全禁止使用‘四大’中的某一个方法。 ”[20]综上，通过分析1982年《宪法》废除“四大”背
后的法律逻辑，可见“四大”的废除非但不能作为否定网络言论自由权保障的理由，反而可成为
应当将网络言论自由权纳入言论自由权保护体系的重要论据之一。
其次，网络言论自由权固然应当给予充分地保障，但这种保障是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保

障。 任何权利都必须受到其自身的内在限制，而“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
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21]。 换言之，权利的保障范围并非漫无边际的，言
论自由权亦莫能外，“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超出
公平讨论的界限”[22。此乃世界各国之通识，各国在保障言论自由权的同时，不约而同都对特定的
不当言论予以限制、禁止，甚至课予刑事责任。 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
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
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
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再如，有着悠久集体主义传统的德国，对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作出了
明确限制，其《基本法》第5条第2款规定：“此等权利，得依一般法律之规定、保护少年之法规及因
个人名誉之权利，加以限制。 ”同时，对言论自由权的保护当然地要受到《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
“人性尊严”保障条款的限制。 此外，即使在被公认为言论自由权保障最严格、最周全的美国，对
其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剥夺言论自由权的“不得立法”条款，更多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倾向于作相
对性理解[23]。 就我国而言，“四大”与权力联姻之后所形成的绝对自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和破坏，可谓殷鉴不远。 因此，虽然我国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对言论自由权的限制，但运用
体系解释的方法，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言论自由权应当予以必要限制的宪法支持，如我国《宪法》
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综上，言论自由权不是绝对的，作为言论自由权新形式
的网络言论自由权亦然，必须接受法律的适当规制。
最后，在恰当地保障网络言论自由权以兴利除弊的讨论中，如何合理规制则成为核心问题。

我们认为从网络言论负效应产生的原因来看，其治理应当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展开：一是正向促
进，二是负向限制。 所谓正向促进，即进一步保障网络言论自由权，这比较辩证，故易被忽视。 在
许多情况下，网络言论的负效应往往根源于言论自由权保障的不充分：或者是堵塞言路，无法形
成有效竞争的“思想市场”来去伪存真；或者是权威信息缺位，“知”为“言”之源泉，之所以网络谣
言满天飞，部分是因为权威信息的“缺席”。 因此，我们需要转换思维，在认清促进和限制的辩证
关系的基础上，突破将言论自由权定位为消极权利的思维窠臼，将其视作积极权利，从而不仅仅
要求政府予以尊重，更要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保护和促进：一方面，保证广开言路，实现言论的多
元化以形成言论的“自由竞争”，即用言论自由权自身去消除言论失真、失范；另一方面，积极推
进政府信息公开，以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对网络言论予以有效引导。 所谓负向约束，即对网络
言论自由权进行一定限制、禁止乃至惩治，这相对直观，但不易把握。 其一，从约束的目的看，对
网络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只能出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3款所保障的合法权
益，即“（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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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出于其他利益的刺激而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措施都是非法的，即使这些措施是由法律
明确规定的。 ”[24]国际新闻界,2005,(4):10.]]其二，从约束的形式看，网络言论自由权属于言论自由
权的一种形式，而言论自由权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来完
成，此为世界各国宪政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共识。 我国《立法法》第8条亦将“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
夺”规定为法律保留事项，从加强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这里的“剥夺”应当做扩大解释，其
当然包括“部分剥夺”即“限制”。但我国法治实践中，这方面做得尚显不足，规制言论自由权的既
有立法主要形式是法规而非法律，特别是最近两高出台司法解释打击网络谣言的做法就明显违
反了法律保留原则。 其三，从约束的方式看，网络言论自由权的限制不宜采用事前审查的方式。
以与我国同样注重公共利益保障的德国为例，其《基本法》第5条即明确规定对言论自由权“不进
行事前审查”。其实，就在“四大”未被宪法废除的情况下，我国在“西单墙”事件的处理上，也给了
我们类似的启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12月6日发布通告，对张贴大字报做出规定，要求
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的指定地点张贴，并且要
登记个人姓名、住所、单位和职务，对大字报的内容不进行事前审查，但是张贴者要负政治和法
律责任[25]。 其四，从约束的程度看，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作为公法领域
的“帝王法则”，比例原则要求对网络言论进行的限制必须是妥当的、必要的、均衡的，而不能在
事实上阻止公民行使这项基本权利。 这方面典型的案例就是，韩国宪法裁判所的八名法官根据
比例原则一致裁定该国网络实名制违宪。 其具体理由如下：（一）不满足妥当性要求。 事实表明，
实行实名制并未明显减少网络上的恶性言论与非法信息，即实名制并非实现其意欲保障的公共
利益的适当手段。（二）不满足均衡性要求。因实行实名制而造成个人言论自由权受到限制、外国
人因无韩国身份证而无法注册登录韩国网站、网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增加等诸多不利影响与
其预期保障但并未实现的公共利益不相称。 简而言之，韩国网络实名制非但没有实现其预期的
公共利益，而且在事实上限制了网络言论自由，不符合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

五、结束语

2014年4月17日，首个因网络言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秦火火”一案业已落锤宣判，但这并
非意味着网络言论治理相关讨论的终结，相反这应当是新一轮讨论的开始。 因为中国共产党十
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
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
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而网络言论自由权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项
衍生性权利，应当如何予以法治化保障当属题中之义。与此同时，在法学上对包括网络言论治理
在内的一切问题的讨论，必须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点：我国的法治建设破土于数千年的人治土
壤，自身的法治传统和法治经验殊为稀缺，故要全面实现我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总目标，当然需要我们俯下身姿努力向域
外法治先发国家学习；但同样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视的是，我们也应当及时反思我国法治建设
进程中所出现的诸如“四大”等一系列本土案例，积极缕析其背后的基本法理，及时澄清理论上
的认识误区，防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避免机械类推而造成不必要的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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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Free Airing of Views, Heated Debates,
Big-character Posters and Internet Speech Governance

CAI Jin-rong

Abstract: “Free Airing of Views, Heated Debates, Big-character Poster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form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swept over China for several years. It was ev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wice, but abolished at last due to its negative social effect. However, because of its legal at-
tributes for the rights to make free speeches and long covered legal logic why it was abolished, it was easily
misread as a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denying the rights for the free speeches. The reasons to be abolished is
that it sampled the free speech was enveloped by power, causing the high level homogeneity in speech con-
tents so as to enlarge its negative function. The current network speech, as a derivative of free speech rights
must be protected by constitution, while the speech governance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wo aspects: positive
promotion and negative constraints. The latter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such as

Keywords: Free Airing of Views; Heated Debates; Big-character Posters; Right for Free Speech; Right
for Internet Free Speech;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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